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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舞蹈作为春节文化内涵的关键载体， 是中华文化传播与族群记忆传递的重要媒介。 本文以跨

文化语境下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活动为个案， 识别出三类特征鲜明的舞蹈表演： 集中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却缺

乏深度互动的民族民间舞蹈， 包含传统仪轨与多感官互动而备受欢迎的舞狮， 以及进一步融合中西方音乐与

舞蹈形式的跨族群舞会舞蹈。 纽芬兰华人的春节舞蹈在身体协同与情感共鸣中形成跨族群 “共舞” 现象， 成

为打破族裔边界、 建构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为春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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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第 ７８ 届联合国大会将春节

（农历新年） 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被列入 《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历史上看， 春节进

入世界其他民族的视野， 并非晚近之事。 它早已

随着华人移民的迁徙， 成为海外中华文化的标志，
一直具有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的功能， 是中华

民族与其他国家、 民族、 文化甚至个人之间相互

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基于笔者 ２００８ 年至

今在北美， 特别是加拿大纽芬兰地区的田野调查，
本文试图以当地华人组织的春节庆祝活动为例，
探讨中华传统舞蹈、 舞狮和具有明显非中国文化

特征的舞会 （ｂａｌｌ ｄａｎｃｅ） 等不同舞蹈形式， 如何

发挥作为跨文化交流纽带的作用。

一、 纽芬兰华人的春节庆祝与跨文化互动

纽芬兰岛位于北美大陆的最东端。 １９４９ 年，
该岛通过公投， 加入加拿大联邦， 并与加拿大东

北部的拉布拉多地区合并， 成为该国的第十省，
首府设在圣约翰斯市 （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 Ｊｏｈｎ’ｓ）， 其主要

居民为英国与爱尔兰移民后裔 （西部有数量可观

的法裔居民）。 华人移民纽芬兰的历史， 至迟始于

１８９５ 年的夏天， 而华人移民庆祝春节的历史， 目

前可见最早的记录载于当地报纸 《每日新闻》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１８９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的报道。 刚到异域

随即便庆祝新年， 华人移民对于春节的重视可见

一斑。 在 １９７６ 年底纽芬兰华协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ｒａｄｏｒ） 成立之前， 华

人春节庆祝活动主要集中在私人领域， 极少公开

展示。 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包括纽芬兰在内的北

美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歧视华人和抑制华人文化

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从 １８８２ 年美国颁布 “排华

法案” 以来， １９０３ 年加拿大政府亦出台了 “排华

法案”， １９０６ 年纽芬兰政府也开始限制华人入境，
至 １９２３ 年美加全面禁止华人入境， 这一系列歧视

性法案的通过， 直接造成了华人在北美社会权力

结构中的弱势地位。 直到二战后期的 １９４３ 年， 美

国才有条件地放宽了对华人移民的限制， 实行移

民配额制 （每年 １０５ 人）。 而加拿大则是在加入联

合国后， 在 《人权法案》 的推动下， 于 １９４７ 年废

除了实施四十余年的排华政策。 纽芬兰在 １９４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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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加拿大联邦后， 其排华法令才基于地方法律

服从联邦法律的原则而正式宣告结束。 在这一背

景下， 原来一直积极为华人提供帮助的当地教会

［主要是加拿大联合教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ｈｕｒｃｈ） 在纽芬

兰的分支］， 开始在公开场合鼓励华人坚持自身文

化传统， 支持他们举行春节庆祝活动。 ２０ 世纪七

八十年代， 皮埃尔·特鲁多 （Ｐｉｅｒｒｅ Ｔｒｕｄｅａｕ） 政

府提倡多元文化政策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并出台

了相关支持政策。 与加拿大其他族裔社区相似，
纽芬兰华人社区依托倡导多元文化的契机， 于

１９７６ 年成立了加拿大政府官方认可的民间社团

———纽芬兰华协会。 从此， 纽芬兰华协会的春节

晚会逐渐成为本地华人与当地其他族裔居民之间，
开展以春节为中心的文化活动的主要平台和路径，
并发展出契合当地社会语境的节庆运作模式。

纽芬兰华协会在成立之后组织的首次春节庆

祝中 （即 １９７７ 年的春节晚会）， 确立了直至今日

仍然适用的、 融合华人传统文化精神并基于纽芬

兰地方特色与现实情况的春节活动组织形式 （场
地选择、 活动日期和时间安排、 嘉宾人选、 节目

设置和菜肴选择等方面）。①例如， 在场地选择上，
自 １９７７ 年开始， 华人新年庆祝的场所会选择在当

地大型的公共场馆， 如加拿大纽芬兰退伍军人俱

乐部宴会厅等； 活动的日期会选择除夕之后、 距

离除夕最近的周末； 嘉宾不仅包括华人， 还包括

受邀参加的当地政要、 文化名人以及与华人社区

关系密切的各界人士； 菜肴选择上会选择当地中

餐馆供应的 “美式中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ｓｔｙｌｅ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ｆｏｏｄ）， 而在节目设置上则会包含华人与非华

人表演。
在春节庆祝的节目单中， 舞蹈表演占据了重

要甚至主导性的地位。 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的舞

蹈表演主要分为以下类型： （１） 其他族裔的传统

舞蹈； （２） 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３） 舞会上

的舞蹈 （交谊舞等）。 在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活动

举办的早期， 节目表演部分包含大量来自其他族

裔的传统舞蹈， 如泰国传统舞蹈 （１９７７ 年）、 菲

律宾鸡舞 （１９８１ 年）、 西班牙传统舞蹈 （１９８１
年）、 葡萄牙民间舞蹈 （１９８４ 年）、 美国现代舞

（１９８４ 年）、 菲律宾巴兰萨克传统舞蹈 （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Ｂｉｎａｓｕａｎ） （１９８４ 年）、 夏威夷草裙舞 （１９８５ 年）
和韩国舞蹈 （１９８５ 年） 等。 华人春节庆祝大量展

现其他族裔文化表演的原因， 主要源于加拿大社

会的文化语境和政治导向。 １９５０ 年自广东移民纽

芬兰的肿瘤科医生、 纽芬兰华协会的创立者熊楚

亮 （Ｄｒ􀆰 Ｋｉｍ Ｈｏｎｇ， １９３８ － ２０２０） 告诉笔者： “我
们现在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在政治和文化上推崇

多元文化。 我们的春节庆祝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才有机会公开举行的， 因此， 我们需要

在活动中表现这种多元文化的气质和氛围。” ②

如果说其他族裔的舞蹈表演可被视为加拿大

多元文化的表征， 春节活动中的中国民族民间舞

蹈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但是， 当地

社会对不同类型舞蹈表演的接受程度各异。 叶秋

玲 （Ｙｅｈ Ｃｈｉｏｕ － ｌｉｎｇ， 音译） 将海外中国文化表

演依据当地受众 （包括华人与非华人群体） 的接

受程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充满异域风情， 面向

所有观众， 特别是容易引起当地受众兴趣并易于

接受的表演， 如视听结合的舞龙和舞狮； 第二类

是民族特点突出、 受当地媒体与华人关注的表演，
如京剧、 民族民间舞蹈、 武术等， 不过此类表演

在当地的接受度不高， 仅限于媒体报道； 第三类

则是需要一定的语言和文化功底， 往往只能被很

小一部分华人所欣赏的项目， 如中文歌曲、 相声

等语言类节目。③ 叶秋玲的分类与纽芬兰的实际情

形非常契合， 笔者获得的关于中国传统舞蹈的资

讯， 绝大部分来自当地主流媒体 （如纽芬兰当地

的主流报纸 《电讯报》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④ 的报道。
就民族民间舞在纽芬兰的接受状况而言， 无论是

进行跨文化的传播或是面向华裔群体的传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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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采取直接传播还是间接传播， 抑或整体传播

还是部分传播的方式， 大部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的传播效果不佳， 很少能引起当地受众的共鸣，
甚至对当地出生的华人后代也缺乏吸引力。 １１ 岁

时 （１９９４ 年） 从中国台湾移民纽芬兰的徐子浩自

小学习中国传统舞蹈， 定居纽芬兰后仍坚持练习，
同时也会不定期地举办中国传统舞蹈工作坊， 教

导当地华裔青少年诸如扇子舞、 彩带舞、 采茶舞

等中国民间舞蹈， 但应者寥寥。①

究其原因， 是中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无法承

担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作为建构文化共同体有效媒介

的功能。 举例而言， １９８２ 年１ 月２２ －２３ 日， 作为当

年华人春节庆祝的重要组成部分， 纽芬兰华协会依

托加拿大联邦政府资助的多元文化基金， 邀请蒙特

利尔中国舞蹈研究社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 到圣约翰斯演出， 表演了 《春
江花月夜》 《双飞蝴蝶》 《鱼美人》 《剑舞》 《孔雀

舞》 《江南好》 《苗女弄杯》 《筷子舞》 《花伞舞》
《彩绸迎春》 《灯舞》 《蒙古舞》 等舞蹈。 然而， 此

类舞蹈表演往往限于舞台 （当时的表演地点是圣约

翰斯文化艺术中心的剧场）， 表演者与观众分属不

同的场地空间， 作为行动者的双方无法形成超越看

与被看的远程关系或者弱关系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 之外的

联结。 纽芬兰纪念大学教育学教授加菲尔德·菲泽

德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Ｆｉｚｚａｒｄ， １９３３ － ２０１９） 曾到场观看演

出， 他评论道：“演出很精彩，但是， 作为观众， 我

们看到的只是表演， 却不了解这些舞蹈动作以及音

乐背后的文化。 整个演出很紧凑， 时间太短了， 我

们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与演员们交流， 了解更多的

信息。 后来， 我很少再有机会观看中国舞蹈， 这次

表演的内容也慢慢遗忘了。”② 相较于这类中国传统

舞蹈， 舞狮表演在纽芬兰当地却有很高的文化显示

度与认可度。

二、 舞狮的跨文化表演过程

除中餐之外， 舞狮是中华文化在纽芬兰最具

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自 １９７７ 年纽芬兰华协会从香

港购置舞狮道具与配套乐器以来， 舞狮活动几乎

出现在所有需要彰显华人文化的场合中， 如加拿

大的多元文化节、 华人商铺的开张或庆典、 华人

的婚礼、 扫墓活动甚至当地圣诞节游行等。 当然，
舞狮表演出现频次最高的场合无疑是纽芬兰华人

的春节庆祝活动。 无论舞狮是否被所有华人认同

为自身文化的表征③， 与叶秋玲在旧金山的观察一

致， 当地社会已然将舞狮视为中华传统文化， 特

别是华人春节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曾任纽芬

兰华协会会长的崔叶澄 （Ａｌｉｃｋ Ｔｓｕｉ） 告诉笔者：
“有几年， 由于凑不齐舞狮表演者， 我们索性取消

了春节庆祝中的舞狮表演， 但是， 当地民众在晚

会上看不到舞狮时， 就来询问情况。 我记得有几

次在售卖春节晚会的入场券时， 有人专门问今年

有没有舞狮， 他们说如果没有， 就不参加活动

了。”④ 可见， 当地民众似乎对舞狮的文化属性有

非常清晰的认知。 据笔者考察， 除现场观看外，
当地民众关于舞狮的知识大体来自当地媒体的报

道。 最早一则关于舞狮的报道是 《晚间电讯报》
于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对纽芬兰纪念大学中国学生会

与纽芬兰华协会联合举办的春节庆祝的报道

（ “ＭＵ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ｏｌｄ Ｌｕｎａｒ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叶秋玲看来， 相较于其他

舞蹈形式， 舞狮被当地社会广泛接受的原因， 主

要在于表演本身在情节和形式上更容易被观众理

解， 他们无需具备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 同时，
舞狮表演服饰和道具的颜色和形象特点鲜明， 具

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这一解释有其合理性， 但

笔者在此试图从表演者与观众互动的角度深入理

解这一问题。
自 “表演转向” （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ｕｒｎ） 以来，

研究者们对于表演活动中观众的角色更为重视。
鲍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将表演视为一种高度紧张

的交流互动过程， 是一种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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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徐子浩；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访谈地点： 网络。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加菲尔德·菲泽德；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移民认为自己的成长环境中并无舞狮元素， 故将之视为广

东籍或者港澳华人的文化标志。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崔叶澄；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殊交流模式。① 就表演本身而言， 舞狮与中国文

化、 至少是当时占据华人人口绝大多数的粤港移

民的文化关系密切， 可被视为辛格 （Ｍｉｌｔｏｎ Ｓｉｎｇ⁃
ｅｒ） 所谓的 “文化表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②。
在纽芬兰的语境中， 由于舞狮表演与华人春节之

间的关联， 它又可被视为一种“风俗剧”（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ｄｒａｍａ） ③。 不过， 正如佩蒂特 （ Ｔｏｍ Ｐｅｔｔｉｔｔ） 所

言， 风俗剧并非限定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内部，
也可以是两个相距甚远的、 互不归属的群体 （ ｔｗ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在有意识地接触对

方时故意创造的遭遇场景的重要部分。④ 每一场风

俗剧的参与者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群体， 一是代表

特定群体或社区并输出这一社区或者群体文化的

表演者 （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二是作为接收者的观

众群体， 这一观众群体实际上占据表演空间中参

与者的绝大多数， 拥有评价表演的主导权， 即所

谓的 “批判的观众”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⑤。 在这个

意义上， 表演者处于 “外来者” （ｖｉｓｉｔｏｒ） 的地位，
而观众则扮演 “主人” （ｈｏｓｔ） 的角色。 前者必须

满足后者的期待或在情绪上令后者满意。 纽芬兰

春节庆祝中的舞狮表演， 正契合风俗剧对于表演

者和观众身份角色的定位， 也凸显了作为文化外

来者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

和权力关系。
作为一项剧场式的舞蹈表演， 舞狮是表演者

与观众 （７０％以上是纽芬兰当地白人） 连接的中

心点。 其中， 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 并非仅仅发

生在表演的现场， 而是贯穿于谢克纳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 所谓表演的全过程 （ｗｈｏ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包 括 排 练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集 训 ／工 作 坊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彩排 （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 ）、 热身 （ ｗａｒｍ －
ｕｐ）、 表演 （ ｔｈｅ ｓｈｏｗ ｉｔｓｅｌｆ）、 散场 （ ｃｏｏｌ ｄｏｗｎ）
和后续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 等七个方面⑥。 当然， 谢克纳

关于表演全过程的表述主要围绕表演者展开， 为

使讨论更加全面， 本文还将引入法国民俗学者

范· 热 内 普 （ 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 ） 的 “ 阈 限

（期）” （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ｎａｌ） 概念⑦， 融入 “观众” 维度

进行综合考量。 “阈限” 是范·热内普在其 《通过

礼仪》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用以指称转变过程中身份、 状态或者功能的变化。
他将一个仪式性过程分为 “前阈限期” （ ｔｈｅ ｐｒｅ －
ｌｉｍｉｎａｌ）、 “阈限期” 和 “后阈限期” （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ｌｉｍｉｎａｌ）， 这意味着一个从 “分离” （前阈限状态）
逐渐 “过渡” （阈限状态） 到重新 “完成” 或

“聚合” （后阈限状态） 的过程。 如果将范·热内

普的概念与谢克纳的结构相结合， 那么谢克纳的

排练、 集训 ／工作坊和彩排可被视为表演的前阈限

状态， 热身和表演可被视为阈限状态， 而散场和

后续则可被视为后阈限状态。 以下将以此考察纽

芬兰春节庆祝中的舞狮表演 （表 １）。
表 １　 舞狮全过程中表演者与观众的活动对照

表演结构 表演者 观众

前阈限状

态 － 分离

（表演前）

排练

集训 ／ 工作坊

彩排

看到演出信息；
收到邀请

购买门票

阈限状态

（表演中）

热身 签到、 寒暄

表演
观看表演； 对表

演做出即时回应

后阈限状态

（表演后）

散场
与刚才的表演者一同

观看表演； 相互寒暄

后续
对表演继续进行反

馈， 等待下一次表演

　 　 在表演开始前的前阈限期， 舞狮表演者和观

众被分隔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 二者之间不存在

或者极少存在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文化互动。
在表演者一方， 他们可能购置、 修补或者重新归

置表演用具。 在纽芬兰华人舞狮的历史上， 几次

大规模的舞狮表演用具的购买都依托于加拿大政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ｏｗｌｅｙ， Ｍａｓｓ． ：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７）， ４３．
Ｍｉｌｔｏｎ Ｓｉｎｇ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５９） ．
Ｔｏｍ Ｐｅｔｔｉｔｔ，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Ｄｒａ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Ｍｕｓ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 ｎｏ􀆰 １

（１９９５）： ２７ － ４２．
Ｔ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Ｄｒａｍａ，” ３１ － ３２．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ｏｒ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１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１６ － ２１．
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



府提供的、 促进多元文化和民族平等的专项基金

的支持。 此类用于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专项资金，
被认为是一项为了 “控制和布局外来势力” （ “ｏｒ⁃
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的政治策

略①。 从社会治理或者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 中华

舞狮作为一种文化表演， 其存在首先需要获得来

自主流社会的首肯和支持， 而后者的意识形态由

此而深刻嵌入特定群体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展示

中。 这与谢克纳关于表演前的准备和排练 （即使

并未公之于众） 均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的观点一致。
在每一次正式的舞狮表演之前， 排练在演出日期

到来前的数周便会开始， 但是排练往往受制于表

演者的时间安排和排练场地是否可用。 由于纽芬

兰的舞狮表演者并非职业舞者， 他们在排练时间

的安排上通常很不自由， 需要首先服从工作安排。
由于纽芬兰缺乏大都市成熟的唐人街和相关华人

产业， 许多表演者就职于当地非华人主导的工作

场所， 他们参与舞狮本身就是与非华人群体相互

协商 （平衡工作时间、 请假或者调换工作时间等）
的结果。 就场地而言， 由于舞狮队并无固定的训

练场所， 他们通常会向当地与华人社区具有长期

良好关系的高华街联合教会 （Ｇｏｗ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ｈｕｒｃｈ） 求助， 借用其集会厅进行排练。 这同样

也是在前阈限期中舞狮队与外部社群②之间的连接

方式。
相较于舞狮队员， 在表演开始前的几周中，

潜在的观众群体会注意到关于春节庆祝或舞狮表

演的预告或通知， 这些信息会由华人协会或其他

相关组织通过社交平台、 当地媒体或者个人进行

发布和传播。 所有接收到或者通过各种方式知晓

华人春节和舞狮信息的人， 在一定意义上都成为

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客体对象。 即使其中的大部分

人无法到场观看实际的文化表演， 他们也同样拥

有了 “观众” 身份， 因为， 在广为传播的各类媒

体报道中， 除了具体的表演信息， 中华舞狮的文

化意涵也通过这些媒介进行了传递。 例如， 《电讯

报》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关于纽芬兰华协会中国

春节晚会的预告中， 是这样来介绍舞狮的： （１）
舞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演； （２） 它是中国春节

庆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３） 舞狮并非只是一种

单纯的娱乐节目， 它还是一项悠久而严肃的节庆

传统的一部分。③ 该报在前一年， 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的报道中， 还向作为报纸读者的 “观众” 介

绍了舞狮的基本表演形式等更为丰富的表演细节：
作为春节庆祝的一部分， （华协会） 的春节晚会还

包括一场 “绚烂夺目的舞蹈表演， 舞者们会穿戴

在两个巨大且金光闪闪的狮子服装中进行舞蹈”。④

媒体的报道构成了舞狮表演前， 观众对于将要观

看的表演最为直接的信息来源， 构成了舞狮表演

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与观众之间的间接互动。
在表演阶段， 即阈限期， 舞狮表演者和观众

之间的物理距离大为缩短， 他们共同进入一个将

要承载表演活动的、 被设定和装饰的空间中。 当

然， 除了舞狮表演者和观众偶然的场外相遇 （停
车场、 电梯、 走廊和卫生间等）， 即使在同一空间

中， 他们仍处于相分离的前阈限状态。 一般而言，
舞狮表演者会集中在后场或者独立的更衣室中进

行准备和最后的排练， 而观众大多在排队进场或

者在座位上等待开场。 在纽芬兰华协会的春节晚

会上， 晚餐一般会安排在节目表演之前， 此时，
舞狮表演者会与观众一同就餐， 但是， 他们往往

会集中在演职人员或工作人员的桌台， 并会提前

开始进餐， 而后提前离席回到后场继续准备， 等

待表演的开始。
分离状态的打破是从晚会的主持人报幕之后

开始的。 在报幕之后， 舞狮表演的乐器， 如鼓、
锣和钹等会被搬上舞台， 而演奏这些乐器的表演

者也会在乐器旁就绪。 此时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就

开始发生直接的视觉接触， 随着乐器的演奏， 听

觉性的关联便同时建立。 在大多数表演场地中，
舞台往往位于观众的前方或者场地的中心， 通常

高于地面或中心下沉， 在位置上与观众存在空间

区隔。 但在纽芬兰华协会经常租借用于举行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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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ｅ Ｒｏｎｓｔｒｏｍ，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Ｃｉｔｙ Ｈａ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 ｎｏ􀆰 １ （１９９３）： ７５ － ８３．

高华街联合教会中的许多人士， 都是华人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Ｓｈｉｒｌｅｙ Ｎｅｗｈｏｏｋ， “Ｋｕｎｇ Ｈｅｉ Ｆａｔ Ｃｈｏｙ，”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０８）： Ａ５．
Ｔａｒａ Ｍｕｌｌｏｗｎｅｅｙ， “Ｔｉｃ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７）： Ｂ１．



晚会的纽芬兰加拿大退伍军人俱乐部的宴会大厅

中， 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明显空间分离性的中心舞

台， 只有一个位于大厅中心、 高出地面约 １０ 厘米

的讲台。 由于面积过于狭小 （不足 ３ 平方米）， 这

个讲台实际无法承担舞狮表演舞台的功能。 因此，
舞狮队只能从位于演出大厅之外、 作为 “后场”
的独立房间， 通过大厅唯一的出入口， 进入位于

大厅中央临时划定的、 与地面齐平的表演场地。
在这一过程中， 当 “狮子” 穿行在观众坐席中间

时， 观众会不自觉地伸手触碰行进 “狮子” 的身

体 （特别是它毛茸茸的尾巴）， 直接与表演者产生

触觉上的关联。 作为表演的一部分， 即使在仅有

过道的剧场空间中①， “狮子” 也会有计划地在观

众席中来回穿梭数次， 积极创造与观众的直接接

触。 对此， 观众往往会 “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 “ａ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②。 虽然无法确

定究竟有多少观众真正了解舞狮背后的文化内涵，
抑或他们仅对绚烂的演出服装和精湛的技巧着迷，
但此类直接的文化互动中触发的正向回馈， 已然

清晰表明了舞狮作为一种中华春节文化符号正在

被观众解码和接受。
不过， 并非所有的直接遭遇都是积极的， 文

化理解也并非轻易可以达成。 据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晚间电讯报》 的报道， 一些参加春节晚会的孩子

在舞狮表演过程中受到了惊吓， 主持人只好安慰

他们说， 狮舞中的狮子是素食主义者。 曾数次担

任华协会春节晚会主持人的崔叶澄有言， 主持人

通常会扮演文化阐释者的角色， 不断向观众传递

有关舞狮的文化信息。③ 在此， 文化阐释者的桥梁

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十分重要， 它使得文化表演

“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还是一次文化教育 （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活动”。④ 由此， 通过观众与狮子的直接

接触， 以及主持人的文化阐释， 来自中国的舞狮

从一种有距离感的、 异质和抽象的文化表演， 逐

渐过渡和转变为直接和个人化的具身经验。
在后阈限状态， 舞狮表演的结束并不意味着

跨文化交流的终止。 在纽芬兰华协会的春节晚会

上， 舞狮表演者会在表演结束后换上日常服饰，
回到观众席与其他观众一同观看后续演出。 这一

转变在整个春节晚会的进程中， 实际上弥合了前

文所述的、 具有一定冲突的跨文化群体 （即文化

表演者和观众） 之间的区隔。 面对这些转变成为

“自己” 群体 （观众） 成员的原表演者， 一些在舞

狮表演结束后不断回味的观众， 会在全部演出结

束后与舞狮表演者进行交谈， 讨论刚才舞狮表演

的相关内容， 并进而探究更为丰富的中国文化传

统。 另外， 在舞狮表演之后， 舞狮表演者会将狮

头和乐器留在舞台的中心区域。 许多对舞狮不熟

悉的观众， 特别是那些首次带孩子参加春节晚会

的家长， 在全部演出结束后， 会拥至台前近距离

观赏、 触摸甚至把玩舞狮用具， 并与 “狮子” 以

及表演者合影留念。 对于许多孩子， 特别是那些

被当地白人家庭收养的华裔孩子而言， “这些狮子

并不仅仅是毛绒玩具， 而是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

分”， 而春节晚会， 是他们能在纽芬兰接触到的

“为数不多的华人文化活动”⑤。 可见， 一方面， 在

某种程度上， 舞狮表演结束后， 原本在前阈限状

态和阈限状态中处于分离 ／过渡状态的冲突群体，
形成了对于中华文化的一定认知， 双方在文化讯

息的表达、 交流和共享中塑造了具有一致性的

“华人意识” 或者 “华人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
由于纽芬兰舞狮的表演者大多为二代 ／三代 （新裔

代， ｎｅｗ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华人移民， 他们日常排练时间

非常有限， 舞狮文化常常无法在训练和彩排中深

入学习， 因此， 舞狮表演者大多对舞狮文化仅有

模糊的认识。⑥当他们在面对观众对于舞狮文化细

节的质询和探究时， 往往无法满足后者的文化好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纽芬兰纪念大学的里德剧场 （Ｒｅｉ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ｈｉｒｌｅｙ Ｎｅｗｈｏｏｋ，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Ｎ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００．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崔叶澄；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ｒ Ｂｒａｓｋ，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ｔ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 ３０ （１９８８）， １７８．
笔者曾在不同场合与许多收养华人孩子的当地白人家庭及被收养的华裔青少年， 如爱玛 （Ｅｍｍａ Ｃｏｌｅ） 交谈， 这

是他们的共识。
李牧： 《异文化主体自我意识的建构： 中华舞狮在纽芬兰》，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５７ － １６６ 页； Ｍｕ Ｌｉ，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７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２８９ － ３１７．



奇心， 这使得观众在失望的同时建立起了一种与

舞狮表演者之间的 “反向文化认同”， 即他们都在

一定程度上是舞狮文化的 “局外人”。 这种认同的

两面性实际上有助于理解纽芬兰华人新年晚会上

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即舞会。

三、 舞会的文化重塑与区隔

１９７７ 至 １９８２ 年的纽芬兰华人春节晚会一般在

与农历正月初一相近的周日下午举行， 主要包括

节目表演 （前） 和晚餐 （后） 两部分。 １９８３ 年，
包括时间、 嘉宾人选、 餐食选择在内的晚会的组

织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 其中改变最大的是节目

设置方面。① 当时， 来自香港的工程师王国贤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ｏｎｇ） 担任纽芬兰华协会的主席， 他将晚

会的时间从周日调整为周六， 并在节目表演和晚

餐之后增加了延续至凌晨一点的舞会环节。 据王

国贤解释， 这一改变是为了适应当地华人人口结

构变化的需求。② 在纽芬兰华协会成立初期， 华人

居民主要为中餐馆的店主及员工， 但在 １９６７ 年加

拿大移民政策转变为使用积分制筛选移民后， 大

量华人专业技术人士 （工程师、 医生等） 和留学

生来到包括纽芬兰在内的加拿大各地， 华人社区

的人口结构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专业技术人士在

社区中的占比快速超过了服务业工作人员的占比。
在 １９８３ 年之前， 为满足占华人人口主体的餐饮从

业者的需求， 春节晚会的时间定在他们休息的周

日下午， 而非一周中餐馆生意最繁忙的周六与周

日晚。③ 但华人专业技术人士在时间安排上与餐饮

业人员并不一致。 前者通常是周末双休， 周一工

作， 这使得他们无法在周日下午短暂的时光中

“尽兴”。 王国贤的改革虽顺应了新兴华人专业技

术人士的诉求， 但却引起了餐饮业华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被同胞抛弃了， 并因此不再参加纽

芬兰华协会组织的春节晚会”。④ 相较于参加晚会

的华人数量的减少， 非华人参与者的数量快速增

加， 占比很快超过了本应占据庆祝活动主体的华

人数量。⑤ 这些来自非华人社区的观众大多是日益

增多的华人专业技术人士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朋友，
他们通常是被后者邀请而参加华人春节晚会的，
客观上填补了服务业华人从业者离去留下的空间。
曾于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６ 年在纽芬兰研究华人春节活动的

汤姆森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ｉｌｌｉａ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评论说： “要使

华人节日能够有效延续， 参与活动的华人应该占

大多数， 不然活动本身便不可称之为中国节日

了。”⑥ 但直至今日 （２０２５ 年）， 尽管非华人占比

很高， 纽芬兰华协会的春节庆祝活动仍在有序开

展， 并未因华人的大量减少而终止， 这似乎与汤

姆森的判断不符。 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 除了华

人社区的坚持、 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持续支持等因

素外， 笔者认为， 华人春节所承担的社区 ／共同体

营建的功能， 是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其中，
春节晚会中的舞会部分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纽芬兰华人春节晚会中的舞会部分， 在 １９７７
年首次华协会春节晚会中便已存在， １９８３ 年以后，
舞会时间大为延长。 除了抱怨春节晚会时间的变

更外， 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华人对舞会

环节的设置也非常不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少华人 （如 １９６８ 年从中国台湾移居纽芬兰的黄

信嘉夫妇） 认为 “舞会并非中华传统， 是西方人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牧： 《族群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与融合》， 第 １ － １３ 页； Ｌ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２７７ － ３１２．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王国贤；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及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访谈地点： 圣约

翰斯。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熊楚亮；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熊楚亮；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根据熊楚亮医生的说法， 除了特别邀请的客人外， 早期华协会的春节晚会的主要参加者为华人。 关于这一点， 时

任华协会英文秘书的玛格丽特 （本地白人，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Ｗａｌｓｈ， 其丈夫为华人） 也证实， 在 １９８３ 年以前， 华协会春节晚会的

入场券极少售卖， 主要开放给当地华人， 或者赠与少量嘉宾。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ｉｌｌｉａ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ａｌｏ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１９９３）， ４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ｑｄｔｃｎ􀆰 ｃｏｍ ／ ｔｈｅｓｉｓ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７９Ｂ３７２Ｆ５Ａ０３ＤＡ
６４７７Ｅ７Ｆ０Ｆ９８Ｃ９７３３ＤＥ４．



的娱乐方式， 不应在春节活动中出现”。① 但在更

多华人看来， 舞会实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并不可简单地定义其文化属性。 笔者在进行田野

调查时， 曾在圣约翰斯生意最好的中餐馆苏记食

家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Ｗｏｋ Ｅａｔｅｒｙ） 兼职， 工作中得知餐

馆的经营者、 来自中国香港的苏金堂 （ Ｒｅｎｎｉｅｓ
Ｓｏ） 和谭杏媚 （Ｈｕｍ Ｍｅｉ Ｔａｍ） 会在每周一餐馆

休业时， 参加交谊舞、 拉丁舞等舞会舞蹈的训练

班 （Ｊｕｄｙ Ｋｎｅｅ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另外， 参加同一个

舞蹈训练班的华人还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药学教

授刘虎和王力力夫妇、 来自中国香港的崔叶澄和

来自中国台湾、 在纽芬兰北大西洋学院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工作的物理老师黄泰德 （ Ｔｅｄ
Ｈｕａｎｇ） 等。 其中， 由于参加训练班的时间最长，
黄泰德还经常帮助其他华人学员练习。 笔者曾多

次遇到他在苏记食家的内厅指导苏金堂和谭杏媚

练习， 尤其是在他们收到舞会邀约的前夕。 在这

个意义上， 虽然舞会本身并非传统的中国节目，
但在纽芬兰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中， 不同族裔之

间的交往实际上建构了具有地方性、 日常性甚至

个人化的纽芬兰华人文化。
此外， 笔者并不同意一些研究者或者华人社

区中的某些成员将舞会看作全然西化的表征。 正

如崔叶澄所说： “我们在准备晚会的过程中时常提

醒 ＤＪ 要在舞会阶段播放一些传统的中国音乐伴

舞。 我认为在春节晚会的舞会上没有中国音乐是

说不过去的。 有时候 ＤＪ 不太了解中国音乐， 我就

会帮他挑选。 有中国音乐的春节舞场真是太棒了！
我记得自己在英国的时候， 我们在春节晚会上既

播放西洋音乐， 也播放中国音乐。 这样， 在舞会

上， 我们也可以展现和介绍中国的音乐文化。”②

在此， 我们看到了一种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之

下文化糅合的可能。 即使是对华人春节晚会中加

入舞会环节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人士也承认： “举
办舞会的确是一种很好地将华人社区融入纽芬兰

当地社会的方法。” ③ 这种融入的基础是共识的建

立。 无论华人或非华人， 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文

化认知， 他们已然非常熟悉舞会的结构、 形式和

内容， 这形成了不同群体和个体进行深入文化解

读和互动的基础。 即是说， 所有参与其中的个体

都具有 “一种可以相互理解的共同文化基础， 他

们俱身处其中， 每一个人都能大概预期他们即将

遭遇的情况， 而且， 这种认知是在他们相互接触

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④ 这恰好印证了何万成

（Ｂｅｎ Ｓｅｎｇ Ｈｏｅ） 对于纽芬兰华人春节晚会的判断：
“春节晚会是华人社区与外部社会相互交流的机

会。 虽然晚会的属性是华人属性， 但是它已经有

机融入了纽芬兰的社会文化生活。”⑤

在笔者看来， 舞会的设置并非可以简单视为

西方文化 ／移居地文化对于华人文化传统的 “收
编” 或 “侵蚀”， 而成为拉尔夫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ｅｌｐｈ）
意义 上 的 无 文 化 归 属 的 无 境 之 地 （ 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
ｎｅｓｓ）。⑥ 事实上， 以春节为代表的华人文化并非

旨在建立一种 “他者中的华人” （孔飞力语） 的文

化飞地。 相反， 包括春节晚会在内的华人主题活

动， 连同各族裔的文化项目， 虽然在表面上呈现

出一种多主体、 多中心的 “ 多地方性” 空间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⑦ 和马赛克文化 （ｍｏｓａｉｃ）， 但

最终指向或者希望指向的是， 从一个强调多元的

空间进入培育共同体意识的 “内部”， 创造 “局内

人”。 因此， 对于拉尔夫的无境之地的辩证理解，
是指向一种非批判性的共同体建构的可能。 王国

贤告诉笔者， １９８３ 年他主张将华协会春节晚会的

时间由周日下午调整为周六晚、 邀请更多非华人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黄信嘉、 林清香夫妇；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汤姆森在其硕士论文中也提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纽芬兰华人对春节晚会中舞会的批评， 参见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ｎｏｗ，” ２２６．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崔叶澄； 访谈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ｎｏｗ，” ２２６．
Ｉｎｔａ Ｇａｌｅ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ａ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ｖｉａｎ Ｅｘｉｌｅ Ｈｏｍ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１９９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

ｎｏ􀆰 ２ （１９９６）： １１６．
Ｂａｎ Ｓｅｎｇ Ｈｏ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 Ｊｏｈｎ’ ｓ，” Ｔｒｏｕｂａｄｏｕｒ ５， ｎｏ􀆰 １ （１９８１）： １７．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Ｒｅｌｐｈ，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ｉｏｎ， １９７６） ．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Ｃ􀆰 Ｒｏｄｍａ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８４， ｎｏ􀆰 ３ （１９９２）：

６４０ － ６５６．



观众和延长舞会时间的目的之一， 也是为了从事

餐饮服务的华人可以有机会结识更多社会各界人

士， 突破华人社区既定的交友舒适圈， 促进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 最终更好地共同生存于同一的

纽芬兰社会中。①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那些如同春

节晚会一样被 “冲淡” 浓度的民族节日， 或者那

些被称为无明确地缘和文化归属的节日， 才有可

能不再受限于原来的文化边界， 成为具有共享性

的文化遗产。 更进一步说， 这些具有 “后现代”
特征的节日②， 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由不同族裔构成

的、 本地的新共同体的节日。 在纽芬兰华人春节

晚会的案例中， 这种共享属性的赋予， 无疑与舞

会的设置相关。

结　 语

在现代社会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参与的多

元文化活动或者以某一特定文化为主题的活动中，
其组织结构和节目安排一般会包括三个部分， 展

现多元文化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ｓａｉｃ）、 共舞 （ｄａｎｃ⁃
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和塑造共同体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③ 这三个部分也可以被视为三个连续或者平

行的行动模式。 在第一个模式中， 特定群体的文

化是展现的核心， 其目的是通过身体特征、 服饰、

乐器、 声音、 节奏等标注该文化的独特性。 第二

个模式与第一个模式不同， 它不再专注于展现文

化的特殊性， 而是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 或

者致力于创造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与融通的平台， 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此不存

在一个主导型的文化权威， 互动和糅合成为主调。
在纽芬兰的案例中， 春节晚会中的中华传统舞蹈

可以被视为特定文化的展现部分， 而舞狮表演中

的互动则展现了文化交流的开放可能， 提供了表

演者和观众作为来自不同群体进行对话和协商的

平台。 而第三个模式实际上处于未完成状态， 目

标是寻求重塑社会的可能， 建构一个非对抗性的

新共同体。 纽芬兰华人春节晚会中的舞会延续和

扩大了重塑双方原本趋向封闭的文化结构的可能，
这正好契合中国新时代背景下提倡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张。 通过共舞的文化实践， 春节可

以发挥举足轻重的媒介、 平台和路径作用， 为进

一步探索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语境中构建新的文

化共同体提供有效的行动模式和方法论框架。

［责任编辑］ 马良　 ［校对］ 墨未浓

２０１

①

②

③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访谈对象： 王国贤； 访谈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访谈地点： 圣约翰斯。
Ｎ􀆰 Ｅ􀆰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ｄ． Ｄ􀆰 Ｐｉ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Ｍ􀆰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ｌｅｖｅｄｏｎ， ＵＫ：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２２２ － ２３７．
Ｒｏｎｓｔｒｏｍ，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８０ － ８１．


